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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与环境影响：中国地级市主政官员调任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刘宇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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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节能降碳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政治周

期理论等利用中国地级市碳排放数据，探究地方官员调任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阐明政府科学技术支出的作

用机制，并考虑官员异质性的作用（包括履新年龄和任职周期）。研究结论：①地方官员调任促进辖区内碳

强度下降；②地方官员调任会通过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加强对城市碳强度的抑制影响。③相比于市委书记而

言，市长对辖区内碳强度的影响更为显著；但是在市委书记临近退休时，对辖区内碳强度的影响又增强了。

④进一步的城市地域、资源类型和财富等级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官员调任与城市碳强度的关系。提出加

强地方官员横、纵向流动、促进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多元化和调动公众监督能动性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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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rien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impact of reassignmen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n urban carbon intens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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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two-carbon go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Based on the official promotion tournament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cycle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carbon emission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er of 
local officials on urban carbon intensity,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and consider the role of official heterogeneity (including the age of tenure and tenure perio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transfer of local officials promotes the decrease of carbon intensity in the jurisdiction; (2) The transfer 
of local officials will strengthen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n urban carbon intensity through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Compared with the party secretary, the mayor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arbon 
intensity in his jurisdiction; But as the party secretary nears retirement, the impact on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his 
jurisdiction increases. (4) Further differences in urban region, resource type and wealth level a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 transfer and urban carbon intensity to some ext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low of local officials,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ocal officials 
and mobilize the initiative of public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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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的百年间，科学家发现全球表面温度呈

现上升趋势，2006-2015 年间观测的全球表面平均温

度比 1850-1900 年间高出 0.87-1.0 摄氏度。以此增

速，全球气温在 2035 年将上升 1.5 摄氏度。温度上

升趋势和速度将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对此，研究者们认为要控制碳以及其它温室气体的

排放。节能减排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和各国相

互协调。中国作为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

已做出双碳承诺，力争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现有城市碳强度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因素（吴文

值[1]，2022）、行业因素（王海星[2]，2022；胡求光
[3]，2020）、技术因素（刘婧玲[4]，2022；Chen[5]，

2021；Balogun[6]，2020）等，较少地从政府层面考

虑地方官员调任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各级政府官

员在现代环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调任必然会

影响碳排放政策的持续性以及碳交易市场的稳定性，

进而影响区域碳排放量（王磊[7]，2022；Song[8]，2021）。
当经济发展和城市低碳、高质量发展相背离时，以

GDP 为核心的单维度官员晋升考核指标将不适宜中

国（潘越[9]，2017；）。经济与环保的不对称激励，

使得新上任的地方官员辖区内碳排放呈先下降后上

升的“U”型（Hong[10]，2019）。权衡任期内地区经

济高速发展与城市长期“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官员

更替后面临的窘境。 
本文贡献：（1）目前城市碳强度主要从地方经

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等方面研究其影响因素。本

文将从地方官员调任、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城市碳

强度两两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试图探究地方官员

调任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以及政府科学技术支出的

机制作用。（2）探究地方官员调任与城市碳强度的

关系是否受官员履新年龄和任期的影响，并解释内

在缘由。（3）讨论东中西部城市、资源型与非资源

型城市、不同财富等级城市的原始差异是否会影响

地方官员调任与城市碳强度的关系。该项研究为政

治周期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支持，为中国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了有效干预点，对完善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与机制解析 
碳排放受经济发展影响，一定程度上与地方官

员的晋升激励有关（Chen[11]；Meng[12]；Deng[13]）。

Chen 等[14]构建了 1997-2016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发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与区域碳排放

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地方官员晋升压力

与 2009 年前区域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2010 年中

国加强碳排放监管政策后，这种关系有所减弱。城

市环境效率的研究侧重经济、社会因素，Lu[15]从官

员更替角度阐述环境效率与地方官员更替的关系，

认为市长的交流更替经验可以提高城市环境效率，

在中央政府有工作经验的市长在环境治理方面更有

成效。随着环境治理问题的涌现，地方官员晋升需

要考虑经济和环境两方面表现，Xia[16]运用空间杜宾

模型从官员晋升压力的角度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分

权对区域碳排放的空间影响，发现官员晋升压力对

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同时

弱化了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本文认为在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新调任官员上任之初施

行碳减排新政的动机强烈。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地级市官员有权利对辖区内碳排放进行

约束。一是从制度上看，中国官员更替、异地交流履

新可谓源远流长，异地为官制度延续千年。隋唐两

代，本郡的人不得在本郡担任官职；宋代对此进行

细致规定，即非本籍且非本籍在本地有地产者也不

可在此地为官；进一步的南北官员调任则是在明代

才有明文规定，并且对“异地”做出了明确距离限制
[17]。纵观古今，历朝历代中央都会定期进行地方官

员的调整、更迭。新中国成立历经艰难困苦，治理中

国的举措也推陈出新。其中官员治理至关重要，因

为地方官员掌握地方行政审批、土地批租、税收优

惠等权利，会对辖区内经济活动、环保举措产生重

要影响[18，19]。就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目标来说，

国家制定行业碳排放目标、省域碳排放目标，最终

的实际行动落实到地方，即市级层面。二是从政策

法规上看，环保政策、排污政策等环境规制逐步出

台推动中国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国家政策

驱动，省级政府会将碳排放量和污染物总量目标分

摊至下级政府以及甚至辖区内企业。新到任官员面

临总排放量目标，会制定新政策并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标明重点内容[20]。 
第二，上任之初，地级市官员对辖区内事务干

预动机强烈。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来讲，新任

官员出于施展自身抱负的目的以及彰显自己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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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证后续政策的有序推行以及最终获得良好

的晋升评价，通常期望在任期之初就向公众展现出

其替民分忧、为民办事的有为形象，会主动接触新

工作内容并且对辖区内事务多加关注，以便伸出“协

助之手”[21]。因此，新任官员基于获取更大晋升机

会的激励因素，上任之初其干预动机最强烈。 
第三，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碳排放的要求，使

得地方官员不仅对经济增长投入关注，也聚焦到城

市碳排放量。一是世界对中国提出了要求。2015 年

的巴黎协定，联合国呼吁各国重视并应对气候变化，

控制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2019 年，全球二氧化

碳排放 364 亿吨，中国排放了 102 亿吨，占全球排

放的 27.9%[22]。中国一跃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第一大国；二是中国坚持走互联互通的可持续发

展道路。2020 年 9 月，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地政策和措施，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长期政

策信号。三是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中

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的资源红利和

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各行业由于生产工艺的差

异所面临的碳减排压力不同。面对此艰巨任务，地

方政府根据党中央指引，相继出台适应本地产业特

点的减排降耗政策。例如唐山市，在 2021 年 3 月积

极推出关停当地多个大型钢铁高炉的政策，同时加

速推进电解铝、烧碱等高耗能产业的监管和限制措

施的实施。 
鉴于上文分析，提出假设 1： 
H1：地级市官员调任会促进其辖区内碳强度下

降。 
主政官员异质性特征决定了不同的施政策略[23]。

官员任期和上任年龄无疑是影响官员施政行为的重

要因素[24]。 
在官员升迁年龄方面，既有研究的结论具有两

面性。一方面认为，年龄较小的官员由于晋升激励

作用显著，其干预辖区环境、经济事务也更加明显
[25]。中国有明确的制度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指出各级政府的退二线和卸任年龄。所以任职年龄

偏大的官员，晋升激励作用减弱，出于“安稳退休”

心理，对辖区内事务管理力度不强，偏向于懒政态

度[26]。另一方面认为，年轻官员由于未来的职业生

涯较长，出于自身声誉和长短期利益回报的考虑，

可能会施行长期环境政策，短期内不显著。相反，年

龄大的官员，年龄增长可能导致晋升概率下降，并

且污染边际回报也随之降低。但是在中央政府加强

环境事件问责后，潜在惩罚成本不断增加，年长官

员倾向于施加强力措施监管环境，以求得安稳退休

或者在政治生涯最后阶段得到提拔[27-28]。 
在官员预期任期方面，中国地方官员综合考核

评价中明确指出，任期考核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

重要方式。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一般为 5 年，但

在现实中，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一般为 3-4 年[29]。

地方官员们会对自身任期做出估计，并对辖区内做

出不同施政行为。基于政治周期理论来讲，政治作

为一种制度安排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

响。地方官员更替作为反映政治周期的政治事件，

当地方政府官员刚上任时，出于政绩的考虑地方政

府官员或是采用各种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推动经

济增长；或是推行低碳经济政策，谋求城市经济与

环境齐头并进，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考虑到

政治成效的滞后性和并未严格执行的固定任期制度，

官员职务随时可能被调整，形成类似“试用期”的任

职，处于随时考核的压力下官员只能一上任便利用

手中的资源“大干快上”，而且不会轻言放弃，直到

下轮职务调整[30-31]。如果官员预计自身任期是短暂

或过渡性的，那么就会缩短眼界，改变行为[32]。考

虑地方官员辖区内降低碳排放量工作的长期性以及

上级政府施加的压力，预期自身任职期不长，新任

官员越有动机对辖区碳排放强度进行干预调整，以

备随时可能面临的任中考核。与之相对，当新任官

员预期自身任期较长时，可能并不会急于调整辖区

内碳强度，会优先选择摸底考察企业实际技术创新、

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有针对性实施长期政策。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2 和 3： 
H2：官员调任对辖区内碳强度的影响因官员任

期长短不同而产生差异。 
H3：官员调任对辖区内碳强度的影响因官员上

任年龄大小不同而产生差异。 
政府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官员是政府推

动力的实施者[33]。依靠科技创新，落实创新驱动战

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但是，科技创新又有着长周期性、溢出性和

不确定性等特点。新就任官员或选择在初期调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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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科学技术支出，以求辖区内技术创新增加，最终

降低碳强度[34-35]。但是任期长短的不确定性和创新

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得不到预计收益，造成财

政资源的损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提出自主创新、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并且加大对

辖区内科学技术支出，以求得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变革产业机构进行低碳发展[36-37]。 
许多研究学者对碳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做探究，

发现技术进步是重中之重[38-39]。然而仅仅依靠城市

内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周期长、风险高、高溢出性会

使中小企业退缩，进而产生“搭便车”行为即创新主

体不愿意开展自主研发，而是获取其他创新主体的

外溢。事实上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的大多数，所以

政府应对其进行干预和扶持[40]。由此可以获得多元

化的创新工艺和产品，应用于节能和降低碳强度。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4： 
H4：官员调任会通过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加强对

碳强度的影响。 
2 材料与方法 
2.1 模型构建 
本文意在探究地级市官员调任是否对辖区内碳

强度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否会通过政府科学

技术支出产生作用。对此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研究，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公式中，TQDit 为第 i 年第 t 个城市的碳强度；

GYGTit 为第 i 年第 t 个城市官员调任情况；需要指出

的是，若官员调任发生在 6 月 30 日之前，则当年记

作 1；若发生在 6 月 30 日之后，则下一年记作 1，
未调任年份记作 0。TDSit为第 i 年第 t 个城市的政府

科学技术支出；Controlsijt 是控制变量，其中包含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lnrjgdp）、工业企业数（lngyqys）、
人口密度（lnrkmd）、工业化程度（gyhcd）、固定

资产投资额（lngdzctze）、外商实际投资额（lnwszjtz）；
TDSit 为第 i 年第 t 个城市的科学技术支出。εit 为随

机干扰项。 

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碳强度。借鉴王雅莉等[41]的

研究，选取碳强度为城市碳排放总量与城市生产总

值的比值。 
（2）核心解释变量：官员调任。考虑到地级市

市长和市委书记同时对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

起作用。官员调任的研究对象包括地级市的市长和

市委书记[27]。 
（3）中介变量：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借鉴卞元

超等人的研究，选取地级市政府对辖区内科学技术

支出作为官员更替与城市碳强度的中介变量。 
（4）控制变量。本文从碳强度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人口、经济、工业等三方面选取六个控制变量。

包括人口密度、人均 GDP、工业化程度、工业企业

数、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外商实际投资额。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它是反

映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年刊。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企业数、人口密度、工业化程

度、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实际投资额、科学技术支

出等原始数据来源于此。本文碳强度原始数据中的

碳排放量来自于 CEADS 网站统计的中国 2，735 个

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地级市碳

排放量。地级市的官员更替原始数据是手工从择城

网（http：//www.hotelaah.com/liren/）收集而来，详

细工具表见附录 A。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

文研究区间为 2006-2017 年。数据预处理包括对除

了比重外的所有控制变量做取对数处理。删除了缺

失主要变量的城市，例如西藏；删除了四个直辖市。 
3 结果与讨论 
3.1 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碳强度的标准差为 2.272，表明各

地级市碳排放强度波动幅度较大。官员更替情况均

值为 0.424，说明地级市 12 年间官员之间调动较为

频繁。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口密度标准差为 0.905，
最小值为 1.548，最大值为 7.822，地级市间差距明

显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企业数、工业化程

度、工业企业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实际投资额

等标准差较大，对碳强度可能产生较大影响，需要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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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gygt（官员更替） 3261 0.424 0.494 0 1 

TQD（碳强度） 3276 2.521 2.272 0.156 60.255 

lnrkmd（人口密度） 2715 5.718 0.905 1.548 7.882 

lnrjgd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983 10.269 0.712 4.595 13.056 

decygdpbz（工业化程度） 2986 0.495 0.106 0 0.91 

lngyqys（工业企业数） 3255 6.498 1.081 2.944 10.631 

lngdzctze（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984 15.673 1.003 12.709 18.241 

lnwszjtz（外商实际投资额） 3090 9.803 1.795 1.099 14.545 

TDS（政府科学技术支出） 3255 12.568 0.867 9.241 15.443 

表 2  相关性分析 1） 

 TQD gygt lnrkmd lnrjgdp decygdpbz lngyqys lngdzctze lnwszjtz TDS 

TQD 1         

gygt 0.049*** 1        

lnrkmd -0.425*** 0 1       

lnrjgdp -0.449*** -0.0140 0.134*** 1      

decygdpbz -0.085*** -0.0260 0.141*** 0.385*** 1     

lngyqys -0.331*** -0.0240 0.583*** 0.452*** 0.213*** 1    

lngdzctze -0.518*** -0.0230 0.366*** 0.709*** 0.166*** 0.695*** 1   

lnwszjtz -0.265*** -0.0270 0.411*** 0.553*** 0.130*** 0.644*** 0.627*** 1  

TDS -0.226*** 0.043** 0.333*** 0.526*** -0.0210 0.608*** 0.871*** 0.492*** 1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表 3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1） 

变量 主效应 中介效应 
（1）TQD （2）lnkxjszc （3）TQD （4）TQD 

lnkxjszc   -0.481*** 0.086** 
   （-9.56） （2.22） 

gygt -0.026* 0.096***  -0.029* 
 （-1.71） （4.30）  （-1.88） 

lnrkmd 0.022   0.020 
 （0.38）   （0.34） 

lnrjgdp -1.242***   -1.319*** 
 （-22.41）   （-20.16） 

decygdpbz 0.632***   0.711*** 
 （3.16）   （3.51） 

lngyqys -0.147***   -0.144*** 
 （-3.80）   （-3.73） 

lngdzctze -0.082**   -0.110*** 
 （-2.22）   （-2.83） 

lnwszjtz -0.034***   -0.034*** 
 （-4.13）   （-4.14） 

Constant 17.159*** 12.529*** 8.569*** 17.270*** 
 （44.24） （872.63） （13.53） （44.16） 

Observations 2，577 3，241 3，255 2，576 
Number of citycode 269 272 272 269 

R-squared 0.719 0.006 0.030 0.719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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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性分析 
表 2 描述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官员更替

与碳强度呈相关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企

业数、工业化程度、工业企业数、固定资产投资额、

外商实际投资额等控制变量也与碳强度高度相关，

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 
3.3 回归分析 
（1）基础回归与中介检验 
表 3 报告了官员更替对碳强度的回归结果。表

3 中列（1）为官员更替对碳强度的影响在 10%的水

平下显著，系数为-0.026（p=0.088）。R^2 为 0.719，
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

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碳强度越低；工业化程

度越高，碳强度越高；地级市内工业企业数越多，碳

强度越低；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越多，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碳强度，但是程度有限；地级市外商

实际投资额越多，可能会抑制碳强度上升。 
在相关性分析中发现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与官员

更替、碳强度都有极高的相关性。所以探究政府科

学技术支出在官员更替和碳强度之间是否有影响。

本文采用中介逐步检验法[42]。列（2）为官员更替对

政府科学技术支出的影响，结果在 1%的水平上对政

府科学技术支出产生正向影响。即地级市范围的官

员更替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辖区内科学技术水平的

支出。列（3）为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对碳强度的影响，

结果在 1%的水平上对碳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即地级

市科学技术支出的增加很大程度上降低辖区内碳强

度。列（4）为在考虑碳强度的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地级市官员更替通过科学技术支出作用于碳强

度的影响。 
（2）官员异质性回归 
本文从地级市官员更替的角度出发，考虑官员

更替会产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碳强度发

生变化。进一步探讨官员异质性是否会影响这种变

化，将官员更替细致分解为市长、市委书记更替。从

官员任期和上任年龄两个角度分析施政行为，结果

见下表 4。从样本数据来看，市长、市委书记平均任

期分别为 2 年和 3 年，平均履新年龄分别为 49 岁和

51 岁。列 2 表示市长任期大于 2 年时，其对辖区内

碳强度的影响较为微弱；相比而言，列 3 中市长任

期小于 2 年，其对碳强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内在

原因可能是：任期短而晋升任务重的压力，导致其

在任职初期就对辖区内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做出

干预行为。列 4 和列 5 则表示市长履新年龄小于 49
岁和大于 49 岁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年龄大

的市长，较为年轻的市长对地级市内碳强度的影响

较为显著。列 6 和列 7 分别为市委书记任期大于 3
年和小于 3 年的情况，表明都未对地级市碳强度产

生显著影响。列 8 和列 9 分别为市委书记上任年龄

小于 51 岁和大于 51 岁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相比

于年龄小的市委书记，年长接近退休的市委书记对

地级市内碳强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内在原因可能是：

市委书记在临近退休年龄时，为了避免恶性环境事

件可能带来的巨大惩罚成本，会竭力协助市长加强

对区域内企业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量的控制。 
3.4 稳健性检验 
（1）替换主要变量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真实有效性以及控制内生

性，本文采用替换主要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将官

员更替替换为滞后一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见下表 5 列（1）。结果显示主效应结果与前文较为

一致，即地级市官员更替会抑制城市碳强度的上升，

且科学技术支出起到中介作用。 
（2）剔除特殊样本 
样本中存在极端值会使得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据此，本文从城市级别影响、换届年影响和政策实

施的滞后性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考虑。①城市级别。

副省级城市具有特殊政治和经济地位，主政官员更

替由中央直接管理，与一般地级市官员更替有显著

差异。本文从全样本中剔除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数据，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下表 5 列（2）。②换届年问

题。由于 2012 年处于中国十八大换届节点，官员更

替数量会受其影响有显著差异。本文从全样本中剔

除 2012 年数据，并进行回归，结果见下表 5 列（3）。
③政策实施的滞后性问题。由于节能环保政策往往

具有滞后性特点，若官员任期较短，则无法准确识

别出政策和官员更替二者对城市碳强度影响。因此，

本文从全样本中剔除市长任期小于两年的数据，并

进行回归，结果见下表 5 列（4）。上述三种结果与

前文结果具有一致性，即地级市官员更替会抑制城

市碳强度的上升，城市级别、换届年和政策实施滞

后性等未显著影响官员更替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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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级市市长、市委书记任期、上任年龄对碳强度的影响 1） 

变量 

市长 市委书记 
任期>2 

TQD 

任期<2 

TQD 

年龄<49 

TQD 

年龄>49 

TQD 

任期>3 

TQD 

任期<3 

TQD 

年龄<51 

TQD 

年龄>51 

TQD 

szgygt/sjgygt -0.020 -0.098* -0.043* -0.012 -0.000 -0.052 -0.004 -0.037* 
 （-0.90） （-1.88） （-1.87） （-0.57） （-0.00） （-1.63） （-0.12） （-1.71） 

TDS 0.073 0.344*** -0.025 0.091** 0.026 0.154*** -0.042 -0.022 
 （1.14） （3.52） （-0.35） （2.00） （0.28） （2.86） （-0.65） （-0.46） 

lnrkmd 0.005 0.055 0.027 0.030 0.041 0.101 0.005 -0.026 
 （0.07） （0.35） （0.27） （0.45） （0.39） （0.67） （0.05） （-0.40） 

lnrjgdp -1.032*** -1.739*** -0.987*** -1.180*** -1.200*** -1.383*** -1.316*** -1.109*** 
 （-10.53） （-11.58） （-8.69） （-14.37） （-7.48） （-14.64） （-10.12） （-13.99） 

decygdpbz 0.408 1.382*** 0.110 1.274*** -0.231 1.411*** 0.464 1.104*** 
 （1.35） （3.21） （0.35） （4.51） （-0.49） （4.65） （1.15） （4.22） 

lngyqys -0.289*** -0.089 -0.072 -0.198*** -0.144 -0.168*** -0.103 -0.194*** 
 （-4.28） （-1.28） （-1.10） （-4.09） （-1.24） （-3.25） （-1.14） （-4.36） 

lngdzctze -0.243*** -0.065 -0.261*** -0.166*** -0.173* -0.125** -0.010 -0.131*** 
 （-4.06） （-0.79） （-3.90） （-3.30） （-1.67） （-2.22） （-0.12） （-2.78） 

lnwszjtz -0.018 -0.025 -0.027** -0.029*** -0.015 -0.033*** -0.023 -0.028*** 
 （-1.60） （-1.26） （-2.43） （-2.79） （-0.79） （-2.68） （-1.41） （-2.95） 

Constant 17.590*** 16.625*** 17.191*** 16.695*** 17.923*** 16.631*** 17.049*** 17.161*** 
 （29.89） （17.43） （25.13） （34.45） （20.18） （19.00） （23.97） （36.43） 

Observations 1，124 769 797 1，559 663 1，398 675 1，665 
Number of citycode 264 268 211 264 245 269 202 265 

R-squared 0.733 0.751 0.771 0.707 0.698 0.717 0.704 0.718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变量 （1） （2） （3） （4） 
L.gygt -0.028** - - - 

 （-2.08） - - - 
gygt - -0.026* -0.033** -0.029* 

 - （-1.67） （-1.98） （-1.89） 
lnrkmd -0.004 0.003 0.024 -0.007 

 （-0.08） （0.05） （0.41） （-0.12） 
lnrjgdp -1.131*** -1.308*** -1.271*** -1.196*** 

 （-23.10） （-23.13） （-21.50） （-21.16） 
decygdpbz 0.710*** 0.735*** 0.702*** 0.590*** 

 （4.00） （3.68） （3.33） （2.85） 
lngyqys -0.170*** -0.145*** -0.147*** -0.167*** 

 （-4.87） （-3.75） （-3.59） （-3.88） 
lngdzctze -0.112*** -0.043 -0.061 -0.116*** 

 （-3.42） （-1.13） （-1.54） （-3.07） 
lnwszjtz -0.013* -0.037*** -0.034*** -0.033*** 

 （-1.92） （-4.48） （-3.96） （-4.08） 
Constant 16.522*** 17.286*** 17.072*** 17.551*** 

 （46.38） （45.00） （42.88） （43.82） 
Observations 2，317 2，556 2，336 2，435 

Number of citycode 269 267 270 270 
R-squared 0.714 0.722 0.720 0.710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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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进一步分析 
（1）城市地域差异 
地级市间自然禀赋、经济发展趋势、能源消耗

情况、产业结构以及面临的环境压力不同，官员更

替对碳强度影响程度是否有变化。本文参考中国七

五计划中划分的东、中、西部省份城市，进行分组回

归，结果见下表 6。列 2 为东部地区地级市发生官员

更替，其对碳强度产生负向影响，结果在 5%的水平

上显著。东部作为全国经济聚集地区，在快速发展

经济的同时牺牲环境为代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十九大召开以来积极响应中央绿色发展的号召，所

以伴随着官员更替，新的政府官员施行绿色政策，

降低碳强度。列 3 为中部地区，其地级市官员更替

未对碳强度产生显著影响。虽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也有比较优势，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主要

依赖煤炭等能源消费。城市想要降低碳强度，仅仅

依靠官员更替施行新政是不可行的，重点应放在调

整城市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上面。列 4 为西部地区，

地级市官员更替抑制碳强度上升。西部地区自西部

大开发以来，较多企业转移而来，刺激经济增长的

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并且地区偏远导致节能降

碳政策推行缓慢，同时降碳技术转移和扩散也面临

诸多困难。官员更替后会基于激励和晋升目标，施

行节能环保政策导致碳强度降低。 
（2）城市资源类型差异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

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随着资源开发的不

断推进，大型资源型城市逐渐进入成长期甚至衰退

期，迫切需要进行城市转型。同时，由于大多数资源

型城市高度依赖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的开采和加工，

而资源型产业又具有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特征，

伴随着中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全球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如何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间的

协调发展是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

本文探究地方官员更替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研究是

否因资源型城市或非资源型城市而产生差异。对此，

将地级市层面的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分

组回归，结果见下表 7。 
结果显示，地方官员更替对非资源型城市碳强

度在 1%的水平上产生负向影响，资源型城市碳强度

几乎不受地方官员变更的影响。究其缘由，可能有

以下两点：①城市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其

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是依靠城市自然资源优势发展

起来的。第二产业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中占据

主导位置，第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43]。由此

形成高消耗、高排放现象，并且如果不调整城市能

源结构、产业结构，甚至城市不进行多元化转型发

展，就无法根本性解决高碳排放的问题。②地方官

员在较短的任期内趋于权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无法改变资源型城市长久遵循的发展模式以及产业

结构。 
（3）城市财富等级差异 
不同城市存在地域和资源类型的差异，也必然

会存在城市财富等级差异。创造城市财富的主体是

居民，居民物质财富的积累会使其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愈加强烈，这样的公众诉求会影响城市环境质量、

城市碳排放[44-45]。 
参考董直庆等做法，使用各地级市的 GDP 反映

城市财富水平，阈值选择变量的 25%分位点、50%
分位点和 75%分位点，划分出一级、二级、三级与

四级[46]。 
表 8 按照城市财富等级分组进行检验。结果显

示，财富等级为二级的城市官员更替对城市碳强度

的影响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且为负，说明官员更

替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在财富等级为二级的城市中

更为显著。一级、三级和四级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官

员更替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受城市财富等级影响。

不同财富级别的城市对碳强度本身有差异影响，内

在原因可能是： 
①城市财富积累会导致绿色技术选择偏好和自

我强化倾向[72]。财富相对自由的城市居民对生活环

境的要求逐渐提高，对生活产品的选择趋向绿色、

可回收利用等，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生产绿色

产品，从而降低城市碳排放。相比地方官员对碳排

放的强制影响，居民的公众诉求更为强烈，对城市

碳排放的影响更为强烈。 
②地方官员权衡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相对优

势。财富等级较低的城市，例如三级和四级城市，城

市居民相比居住环境质量，更关注自身财富的积累。

而且，地方官员相比于难度更高的构建绿色城市，

更倾向于短期内提高城市 GDP 从而获得晋升优势，

由此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较为微弱。 



刘宇姗                                           政策导向与环境影响：中国地级市主政官员调任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 26 - 

表 6  东中西部地域差异的影响 1）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TQD TQD TQD 

gygt -0.041** 0.011 -0.077** 

 （-2.23） （0.46） （-1.99） 

lnrkmd -0.016 0.063 0.350 

 （-0.32） （0.59） （0.58） 

lnrjgdp -1.232*** -1.133*** -1.584*** 

 （-19.64） （-11.90） （-11.42） 

decygdpbz -0.127 0.247 3.966*** 

 （-0.52） （0.76） （7.16） 

lngyqys -0.297*** 0.138*** -0.614*** 

 （-6.38） （2.61） （-4.77） 

lngdzctze 0.003 -0.248*** 0.065 

 （0.06） （-4.20） （0.68） 

lnwszjtz -0.027** -0.029* -0.024 

 （-2.52） （-1.91） （-1.51） 

Constant 17.511*** 16.620*** 17.473*** 

 （35.96） （24.76） （5.96） 

Observations 939 963 675 

Number of citycode 94 98 77 

R-squared 0.774 0.758 0.689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表 7  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差异 1） 

变量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TQD TQD 

gygt -0.016 -0.037*** 

 （-0.52） （-2.7） 

lnrkmd -0.051 0.025 

 （-0.46） （0.49） 

lnrjgdp -1.645*** -1.038*** 

 （-15.34） （-20.78） 

decygdpbz 0.541* 0.573*** 

 （1.42） （3.15） 

lngyqys -0.055*** -0.168*** 

 （-0.69） （-5.05） 

lngdzctze -0.027 -0.083** 

 （-0.39） （-2.47） 

lnwszjtz -0.048** -0.012 

 （-3.00） （-1.58） 

Constant 20.68*** 14.832*** 

 （28.25） （41.8） 

Observations 1052 1525 

Number of citycode 113 156 

R-squared 0.711 0.797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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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城市财富等级差异 1） 

变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tqd2 tqd2 tqd2 tqd2 

gygt -0.031 -0.028* 0.005 -0.012 

 （-0.90） （-1.79） （0.39） （-1.26） 

lnrkmd 0.032 0.012 -0.016 -0.035 

 （0.20） （0.25） （-0.34） （-0.89） 

lnrjgdp -2.001*** -0.966*** -0.793*** -0.590*** 

 （-15.49） （-12.55） （-10.98） （-12.95） 

decygdpbz -0.440 1.324*** 0.527* 0.792*** 

 （-0.86） （4.55） （1.92） （4.20） 

lngyqys 0.019 -0.091* -0.091** -0.051 

 （0.17） （-1.77） （-2.03） （-1.54） 

lngdzctze 0.217** -0.204*** -0.242*** -0.255*** 

 （2.56） （-4.19） （-5.21） （-8.10） 

lnwszjtz -0.039** -0.012 0.023** 0.005 

 （-2.39） （-1.30） （2.49） （0.81） 

Constant 19.543*** 15.276*** 14.333*** 12.344*** 

 （21.00） （28.91） （23.41） （26.91） 

Observations 651 701 635 600 

R-squared 0.706 0.654 0.646 0.859 

Number of citycode 170 194 173 102 

1）*为 P<0.1，**为 P<0.05.，***为 P<0.01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地级市主政官员更替的事件，运用固

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其对城市碳强度的影响，并

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以及对制定

相关环境政策的启示。地级市官员更替对城市碳强

度有抑制影响，并通过政府科学技术支出起作用。

结合官员异质性分析，任期短且较为年轻的市长对

城市碳强度的影响更为显著。相比之下，市委书记

无论任期长短对辖区内城市碳强度都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年龄偏大的市委书记上任后对城市碳强度有显

著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可能的经济动因：①地级市

市长主管行政，包括财政、审计、人事和监察，所以

对城市内碳排放量和人均 GDP 影响较大；②市委书

记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协助市长工作，但是

主管党务工作，所以对城市碳强度影响不显著；③

市委书记在临近退休年龄时，为了避免恶性环境事

件可能带来的巨大惩罚成本，会竭力协助市长加强

对区域内企业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量的控制。进一

步的进行了城市地域差异、城市资源类型差异和城

市财富等级差异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官员更替

对城市碳强度显著影响。非资源型城市碳强度更易

受地方官员更替影响。地方官员更替对城市碳强度

的影响在财富等级为二级的城市中更为显著。 
4.2 启示 
一是加强地方官员横、纵向流动。地方官员更

替可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官员横向流动使不同

执政背景的官员进行流动，达到调节各地发展差距、

克服地方主义、促进政策创新成果积极扩散的效果。

官员纵向流动使其通过多岗位历练提升应对复杂局

面的能力，同时使中央官员能够了解地方政策推行

进度，也使得地方官员深入了解中央推行政策的意

义。 
二是促进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多元化。城市的资

源禀赋、地域方位和财富等级具有较大差异，地方

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应全面考虑城市原始差异、地方

官员在任表现、地方官员推行的政策与城市匹配度、

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以及地方官员交接工作表现等。

同时，应根据城市特点、城市重点产业、城市转型发

展方向，将地方官员考评体系中的环境考核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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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赋予适宜的权重，避免地方官员做出短视行为。 
三是调动公众监督能动性。政务透明化是增强

政府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能够使

得政府制定政策更加公正化和贴合群众需求。就本

文研究而言，尽管在短时间内看，官员更替对碳强

度上升有抑制作用。但是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权衡

之下，难免会产生官员实施“短视”行为或者“搭便

车”行为，从而导致“公地悲剧”。公众参与可能会

达到意想不到的节能降碳效果。物质水平的提高也

意味着公众对宜居城市有更高要求，包括更加绿色、

更加节能、更加舒适。那么公众自发监督政府官员

实施政策行为，达成公众诉求与政府官员诉求相互

制衡，最终起到改善或者达到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理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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